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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 

合作研究进展与展望 

盛方富 李志萌
1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7） 

【摘 要】：围绕长江经济带设想、建设与发展，我国学者进行了持续研究探索，特别是近年来围绕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题，聚焦于体制机制、生态补偿、流域法治建设、国外借鉴等领域的研究文献日益

增多，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实证研究，为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了解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生态环保协调

合作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前沿，梳理总结 2016 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献，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关于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制度建设重点，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研

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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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是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总要求和根本遵循。2017年出台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提出具体要求。鉴于长江流域

上中下游的显著区域差异，如何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

课题。本文拟主要就 2016年以来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协同治理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尝试对今后相关

研究做相应展望。 

1 协同治理与生态文明协同治理 

1.1协同与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ynerge”，是指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在整体中相互协调以形成一致目标的过程。协同学用于研究

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开始于 Haken[1]。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欧美等西方社会为寻求破解复杂发展难题的治

理之策，在实践探索中创新性地将自然科学中的协同学理论与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进行了有益的交叉融合，创造了一种新的

治理理论，即协同治理理论。基于系统论的协同治理理论为破解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国内学

者关于协同与协同治理等也做了诸多研究，如彭纪生
[2]
、陈劲

[3]
、汪良兵等

[4]
，均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协同与协同治理的内

涵与外延。并且，国内学者们还从协同优化路径[5-6]、要素在区域间流动配置[7-8]等不同角度研究了跨区域协同优化问题。 

                                                        
1
作者简介：盛方富，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E-mail:shengff1986@126.com 

李志萌，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E-mail:lzm0730@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与政策协调机制研究”(16BJL072) 



 

 2 

1.2生态文明协同治理研究 

协同治理理论一经提出便被运用于众多复杂领域，对具有整体性、跨界性和动态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言无疑提供了重要理

论支撑和指导[9]。伴随实践发展需要，协同治理理论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密切关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术界从生态环

境的自身内在特征、涉及的参与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关切重点、如何破解等方面，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的相关内容。

易志斌[10]、郝慧[11]、司林波等[12]从内在特征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协同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公共性、系统性、关联性、

动态性等是生态环境的典型特征，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必须采取跨区域的生态协同治理。朱喜群[13]、张振波[14]从参与

主体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协同治理进行研究，提出生态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嵌套性使得单一主体难以独自承担治理责

任。余敏江[15]、张永秀[16]从利益博弈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协同治理进行研究，指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最核心的问题实际

上是环境利益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之间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普惠性与共享性。 

2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治理研究梳理 

2.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体制机制研究 

2.1.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治理关键在构建“共抓”机制 

“经济带”这一新概念是对先前“城市群”“区域板块”发展战略由点到面、由静而动升级跃进式的扬弃，“经济带”推

进的重点、难点在于区域协调机制与一体化。区域协调机制与一体化问题，是所有经济带构建中的共同难题，也是最难克服的

问题[17]。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欠账”问题，关键在于治水[18]。长江经济带作为典型的流域经济形态，推动其全流域协调

发展，应重点处理好长江全流域经济与生态、干流与支流以及上中下游之间的协调发展
[19]

。落实好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要

求，需做足“共”字文章，从根本上讲，省际协调是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关键和难点[20]。 

2.1.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 

吕志奎[21]认为保障流域水安全、保护流域水生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目前，长江全流域治理的内在要求与行政

区划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无形中加大了治理难度、增加了治理成本、影响了治理成效。王磊等[22]研究指

出，长江经济带在长江防洪、大通关和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而在水资源环境、生态补偿等方面的合作相对比较缓慢。

为积极响应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号召，省域间虽签订了各类协同合作的协议，但这种松散型契约缺乏执行力和约束力[23]。徐红[24]

研究认为，长江经济带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工作机制尚不成熟，如规划体系不完整，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

程度制约规划等的有效落实。 

2.1.3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治理的机制障碍原因 

全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跨界性，决定了全流域治理需要中央、地方政府、第三部门以及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18]。

长江经济带一体化中最本质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利益分割[25]。黄志钢[17]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各行政区划禁锢、

行政体制分割，区域间资源难以优化配置，而作为横跨 11个省份的长江经济带涉及的区域更广，并且东中西部发展的梯度差较

大，可以说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缩影，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不容小觑。除行政管理体制外，现行

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相对经济绩效的晋升博弈中，“公地悲剧”现象频繁发生，特别是跨区域的河流等

公共管理区域往往容易成为管理的“无人区”，“损人利己”的行为激励较强。正是由于不完全合作博弈在省域内、分段区域

内和沿江大区域三个维度具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陷入不完全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 

2.1.4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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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伟等[20]指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区域战略之一，保持其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江湖库之间的

协调难题。针对上述难题，有学者从现有的长江流域管理机构本身为研究切入点，孙博文和李雪松[26]指出，应以法律的形式对

长江经济带流域管理机构予以明确，并赋予其全流域综合协调与管理职能，以破解当前省际合作矛盾难以协调的困局。黄贤金
[27]

对未来长江经济大战略空间格局构建进行了探索，认为应以生态大保护格局引导长江经济带绿色化发展，以空间绿色化促进长

江经济带人与自然协调、东中西部空间协调的战略格局。 

2.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调合作的生态补偿研究 

2.2.1全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性 

利益难以协调是制约流域一体化保护与治理的关键，健全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是有效解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协调多方利

益的一个重要举措。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是强化共抓大保护的重要手段[28]。肖金成和刘通[29]指出作为公共

产品和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鲜明的正外部性，如若这种正外部性得不到合理的等值报酬就难以持续，而生态补偿机制的存

在能较好地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各方利益诉求，以正向激励机制将保护地区与发展地区联系起来，实现长江经济带共同发展。 

2.2.2长江全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点 

吕志奎[18]研究认为流域生态资源的跨界性和外部性决定了需要建立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然而，当前我国缺乏流域生态补

偿的顶层法规文件规定，上位法的缺失制约了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比如补偿标准的设定、补偿范围的确定、补偿方式的

多元等均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生态补偿过程中发生矛盾纠纷时，双方的责权利难以得到有法可依的制度支撑，生态补偿纠

纷的顶层调解制度不完善，并且往往以生态保护方的利益受损而告终，为此，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日益成为我国全

流域治理中出现矛盾纠纷和冲突的结构性问题。肖庆文[30]提出明确补偿什么、补偿多少、怎么补偿是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关键内容，对长江经济带而言，构建长江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合理界定生态受益方和受损方、客观确定相关方受益

和受损的程度、确定相关方利益均衡的补偿方式等重要问题。 

2.2.3设立全流域生态补偿的思考建议 

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设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基金等，是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31]。为核定生态

补偿资金提供依据，应搭建流域跨界断面水质、水量监测数据实时共享技术平台[32]。为实现长江流域内省际之间利益实质分配

的公平正义，应以区域联动协调、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方式促进上中下游各行政单元之间及各行政单元内部互惠多赢
[33]
。李

志萌[28]认为，建立健全长江流域保护与治理的多元投入机制，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落实落地的关键，通过完

善流域纵横向协同治理的联防联治机制，能推动提升中央对地方、流域上下游间的生态补偿效益。 

2.3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调合作的法治建设研究 

2.3.1流域水资源是法律制度中最复杂的领域 

水资源是法律上权利最密集且最容易产生权利冲突的领域，水权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中最复杂的权利体系
[34]
。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核心是水，长江流域的水资源兼有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双重属性[35]。当前，我国已有的水资源立法，

难以满足长江经济带全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现实需要，因此，制定《长江法》是维护好长江流域水资源属性的客观要求[36]。

协同推进全流域大治理，需要建立跨区域水事纠纷矛盾司法化解决机制。徐本鑫和陈沁瑶[37]研究认为生态司法协作是应对生态

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要求，是共建绿色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抓手。当前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的生态司法协作已有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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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长江生态环保立法面临的困境 

吕志奎
[18]

认为，跨行政区流域水环境资源纠纷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等特点，依照当前法律法规，难以发挥法律法规对水资

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约束作用。从历史维度和现实考量出发，长江立法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

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等诸多利益冲突[38]。吕忠梅[39]研究指出，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权利冲突呈现出明显的流域特性，目前，已

有关于长江经济带的众多立法，涉及多层级、多机关、多法律关系，在缺乏必要统筹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实践层面的诸多法律冲

突。跨行政区域政府间司法调节制度缺位是我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短板[21]。江必新[40]认为长江流域司法保护工作面临多部

门、多主体管辖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困境。并且，长江经济带生态司法协作存在缺乏社会性权利主体参与、协作主体间权责关系

和协作程序不明确、协作运行保障不到位、相关协作机制落实效果差等问题[37]。 

2.3.3长江大保护立法的思考建议 

长江的自然流域统一性决定了“长江法”势必是强调综合管理的流域型法律[41]。魏圣香和王慧[38]提出所有的跨行政区域的

流域立法必须应对的一个共性问题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的立法理念及其背后制度逻辑的冲突。周珂和史一舒[36]指出，《长

江法》应以绿色发展、流域综合管理、流域水资源保护与流域水资源管理、公众参与这四大基本原则为主线。安全、公平、可

持续发展应成为长江保护立法的基本取向，其中安全是基础价值、公平是基本价值、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价值[39]。秦尊文[42]提出

应以法治手段推进长江水污染防治，长江流域各省份人民政府要尽快核定并公布地下水禁采和限采范围，加快建立水资源水环

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2.4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调合作的实证研究 

2.4.1绿色发展指数视角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目前，主要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发

布的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长江经济带(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发布的长江经济带一体化指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指数等。为

科学测度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长江大保护的行动绩效，准确评价长江大保护效果，叶云和郑军[43]从协同发展、生态保护、绿色发

展、公众保护 4个方面构建了长江大保护指数，提出通过二次加权评价法可以动态评价长江大保护指数。 

2.4.2生态效率视角 

汪克亮等[44]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结合 DEA 理论与视窗分析法，实证测算

2004—2012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 5类生态效率指标值，结果表明：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且出

现下降态势，内部省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赵鑫等[45]采用三阶段超效率 DEA模型的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法，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整体及上、中游生态效率增长率降低，下游几乎没有变化，说明上、中

游处于较好的外界环境状态。吴传清和黄磊[46]基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8省市、83个城市 2004—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探究

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承接产业转移并未损害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效率，

但对中游地区生态效率负向作用显著。 

2.4.3协调发展视角 

邹辉和段学军[47]通过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度评估表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度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

西部地区，沿江地区高于非沿江地区。杜宾等
[48]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度进行研究发现，在时间上，长江经



 

 5 

济带经济与环境综合协调发展度呈“U”型特征，在空间上，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温彦平和李纪鹏[49]对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协调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并计算综合得分指数，

评价长江经济带内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城镇化状态以及生态环境承载力状况。张雅杰和刘辉智
[50]
以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为研究区

域，建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测度模型，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析

2005—2014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后指出，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

但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快于生态环境指数，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呈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的地势

阶梯特征。周正柱和王俊龙[51]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构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耦合协调性进行探讨。 

2.4.4其他实证研究视角 

马骏和李亚芳[52]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 2003—2014年的污染物综合水平和人均 GDP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安徽、四川、贵州、江西、湖南的经济增长与环

境质量之间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呈正“U”型曲线关系，并指出未来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改善应重点寻求贵州、

湖南、四川省环境保护途径。郭庆宾等
[53]
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 R&D 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

现：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尚未显现。

李立辉等[54]通过对 2006—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的区域环境保护投资总额、环境保护投资总额与 GDP 的比值、环境保护

投资结构等内容进行梳理，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区域过于注重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力度

最小，对于“三同时”的投资，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王维等[55]以长江经济带 130 个地市为例，利用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

行赋权，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支撑力、生态压力和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3—2013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支撑

力逐渐上升，生态压力持续增大，空间格局为下、中、上游梯度递减，生态承载力先下降后上升，空间格局由上、中、下游梯

度递减向中、上、下游梯度递减转变。黄寰等[56]通过构建综合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了2015—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综合环境治理绩效，研究发现地区差异明显，长江上游表现较差，需加强工业治理，长江中下游地区表

现相对较好，但需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2.5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调合作的国际借鉴 

成立一个跨区域的具有法律地位的开发与管理机构，是国外大河流域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经验与做法[57]。刘伟明[58]认为应借

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经验，成立长江经济带管理局，赋予其农业、水利、交通、生态等综合职能，以协调处理全流域

经济协作和水污染防治问题。马静和邓宏兵
[57]

通过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莱茵河流域等国外典型流域开发模式与经验介绍，将长

江经济带开发与国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长江经济带开发中存在的优势与问题，并在学习借鉴国外典型流域开发经验与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黄娟和程丙[59]指出可借鉴莱茵河流域保护与治理的经验做法，通过重点治理环境污染、

自然恢复生态系统等，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示范带。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3.1研究述评 

从现有文献梳理可知，已有研究呈如下特点：(1)2016年以来，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的研究日益丰富，研究的聚焦点主

要是长期以来制约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弊端、法律的错位缺位、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等，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既有历

史的原因也有制度的缘由，都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最大公约数的形成，已有的研究文献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借鉴。

上述问题的存在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紧密相关的，然而，当前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的整体观、系统观方

面的研究相对不足。(2)已有的实证研究较多偏重于生态效率、经济与生态协调度、城镇与生态协调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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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方面，这些实证研究为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梳理不难发现，类分析中以省域或城市为单

元进行分析的偏多，这与当前行政区域管理的现状密切相关，同时在计量分析中多以公开大数据为实证分析基础，而从全流域

视角关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针对长江大保护的政策协调度方面的研究不足。(3)利益诉求差异是省际区域合作关注的焦点所

在，特别是作为横跨东中西 11个省份的长江经济带，梯度发展差异悬殊，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硬约束和长江全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行政分割下的区域 GDP 导向的政绩竞争，使公权力博弈制约全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色和效果，已有

文献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探索，主要分散在流域生态补偿、产业梯度转移协作、区域对口帮扶等方面，然而，从长江经济

带整体利益观视角下的研究较少，着眼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帕累托改进的研究有待深化和拓展。 

3.2研究展望 

根据文献资料整理不难发现，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协同治理研究领域需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1)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共治共建共享的制度建构研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生

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就长江经济带而言，构建起法治化的立体制度体系，关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

成效和长远，这方面研究已有学者做了积极探索，但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赋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新的

时代内涵，需要进一步突破。(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共治共建共享的制度统筹研究。当前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制度研究丰富多样，如何综合使用各类制度成果并产生最大化的制度效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譬如，如何将河长制、湖长制、

林长制等制度成果同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统筹起来，如何将长江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同上中下游不同区域的局部生态补偿制度统

筹起来，如何将鄱阳湖、太湖等大湖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制度建设同长江全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制度建设统筹起来，如何将最

新技术成果的使用同制度建设衔接起来等。(3)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共治共建共享的制度评价研究。当前学术界已就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大保护、共促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评价评估做了积极探索，但如何客观评价长江经济带已有环境保护政策的适宜性，并

结合最新时代发展要求，考虑上中游不同地区的不同利益主体诉求，从整体利益观视角提出切实管用的动态调整型制度评价指

标体系，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是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突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核心要义，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强化和突破。

(4)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共治共建共享的生态文化研究。生态文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进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治理，需要深入挖掘长江流域数千年来孕育的各类文化，如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

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伴随长江流域的发展变迁，在相互碰撞、交互融合中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文

化格局，生态文化共同体研究将为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基础而长远的内力支撑，而目前关于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生态文化

共同体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需要在后续夯实长江大保护的长效可持续研究中引起足够重视并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凝聚形

成长江大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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